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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考察

中国自古就是个口头语言严重分歧（多方言）而书面语却高度统一的社会。从先秦时

期留下来的典籍资料看，书面语言是相当一致的（文字的字形尽管有差别，但语法与词

汇差距不大）。分歧的各种口头语言，以及有差异的文化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甚至

是相互对立的。《论语·宪问43》里：说：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臭骂老朋友，并且气得“以杖叩其胫”，跟原壤的“夷俟”有

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原人的坐势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这在甲骨文里看得很清楚：中原

人的坐势是“跽”（相当于今天日本人的坐势），夷人的坐势却是“蹲”。甲骨文里与日常

起居有关的字，如“令、既、即、祝”等字，其坐势都是如此，与夷人的坐势全然不同。

原壤用夷人的坐势等孔子，这对于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16》）的

孔老夫子，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难怪对老朋友用夷人的坐势等着他，他会气得又骂又

打。夷夏，在孔子那个时代是俨然有别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

年》）都是这种歧视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轻视外来的语言和文化，《孟子·滕文公上4》有下面的一段话：

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

迁于

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

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为神农之言”的许行，孟子用“鴂舌”来比喻他说话，认为许行所说的是“非先王之

道”，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同上）更说“周公方且膺之”。对于异

己，除了见解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见解是来自不同的族类，所以持断然否定的态

度。可见先秦时对南方的语言文化是非常轻视的，乃至政治上也是相互对立的。



语言的分歧，在教育上，就必须有所选择，孔子的选择是“雅言”（也就是当时的标准

语），《论语·述而18》说：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根据书面上的记载，中国最早从政治层面，通过行政方式，强制推行语言计划的，恐

怕是秦始皇了。秦始皇以秦本土的文字为基础，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依照《说文解字·

叙》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

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但其他六国的子民，却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六国文字写的书偷偷地藏起来。可见

六国的子民对自己文字的感情是多么的强烈。楚国诗人屈原以楚声入诗，也是反映了他

对自己语言的坚持。

秦始皇的语言规划，推行时，对其他六国的子民来说，适应起来是痛苦的，但从今天

看来，这个语言规划对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我们引用上面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多种语言的环境里，语言的选择，是自古以来就必

须面对的。教育上对语言的选择，也是免不了的。而且选择以后的执行，从来就是痛苦

的。

语言学习，也应当注意语言应用的环境，《孟子·滕文公下6》有这样的记载：

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

诸？

”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

矣；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这一段记录，涉及语言教师的资格：教“齐语”的教师，必须是会说“齐语”的，当然，

就以“齐人”为最佳选择。学习者的环境，必须是有助于鼓励学习的，绝对不能是“一齐人

傅之，众楚人咻之”的。如果能充分浸濡：“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 ，那就是最好的。

从先秦到近代，中国仍然保持着“口头语言严重分歧（多方言）而书面语却高度统一”



的局面。“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运动，只是将书面语从“文言”改为“白话文”。当时，虽然

也提倡“国语”，但以“普通话”为标准语，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推广，却是1949年以后

的事。参与推广“普通话”为标准语的人士，在“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上，前后的态度也

不一样。王力就曾说：

我个人有八个字的口号，就是“提倡国语，拥护方言”。所谓国语，它本身也是一种方

言；它并不比其他的方言更优美，更完善，或更能表达意思。1)

但是，语言的统一与规划，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的关系，不

是多个语言之间平等的关系，而是上下位的关系，是“低级形式的方言必须服从高级形式

的共同语”2)。这是现在大家的共识。不在这个共识下处理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就会出

现语言的不和谐。我们以上海为例子：

上海……在语言使用方面，已形成了以普通话为主体的多种语言和方言并存的格

局。……

学生在家庭中使用上海话的比例是随年龄的增加逐渐上升的，且上升的幅度较大

，……小学五年级学生使用上海话的比例约37%，而大学生使用上海话的比例超过7

0%。……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学生对待上海话的态度是肯定的、积极的。3)

这份调查报告同时建议：

学校在确立普通话主体地位的同时，可以结合进行乡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开设拓展

型课

程，向学生传授一定的上海方言知识，但不必给学生增加额外的方言学习负担，不给

社会

1)王了一《漫谈方言文学》，见《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11月6日

2)濮之珍《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见《语文知识》1956年总第47

期

3)“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商务印

书馆，2007）页198‐210



增加额外的教育成本。

仍然强调“确立普通话主体地位”，而进行乡土文化教育时，要做到“不必

给学生增加额外的方言学习负担，不给社会增加额外的教育成本”。在“以普通话为主

体的多种语言和方言并存的格局”，就已经表现了标准语和方言的上下位关系。

语言是最能动人感情的，但是处理语言问题时却是需要更多的理智，最不能动感情

的。语言的选择与语言政策的决定，考虑的不纯粹是语言因素而已。语言的选择与语言

政策的决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远远超过语言上的考虑。4)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更是

如此。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外语的选择与学习，更提到教育的范围内来考虑。方言、共同语

和外语，如何选择取舍，是今天语言规划者、语文教育工作者、家长、政治领袖必须谨

慎面对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说：

在尊重汉语方言的同时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在尊重母语的前提下加强外语学

习……

营造“多语多言”的和谐语言生活。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看法。这个看法，要怎样在不增加社会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前提

下，落实到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里？能同时精通双语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只能

精通一种语言。怎样平衡方言、标准语和外语的学习，以达到和谐的语言生活，是我们

应该慎重考虑的。

二、地域的考察

4)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论新港的双语

优，见《普通话教育发展和推广国际研讨会（2002）论文集》（香港大学教育

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2003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环境，也就有不同的处理语言问

题的做法。这里，我们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香港和台湾作为讨论的重点。

一个国家的语文政策或者语文教育，都是以该国家的利益为考量的重点；由多民族组

成的国家，各民族的利益，无论是语言利益、文化利益，都得服从于国家利益。所以，

语言或语言教育，不只是属于“人”（不同民族）的问题，更是属于“地”（国家）的问

题。如何处理好“人”和“地”的关系，是目前东南亚区华人语文教育所面对的两难问题。

语言的学习都是有功利目的的。你把这个功利目的摆在“人”上，还是摆在“地”上，就

出现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做法。

新加坡更注重“地”的因素。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和语言的和谐，新加坡以英语为行

政语言，在教育上，英语同时也是教学媒介语，母语（华语）只是学生的必修科目。我

们认为：

学好英文，是新加坡发展和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至于母语，只要保留在适当的程度

上，在

需要出现时，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5)

至于方言，新加坡有10几种之多，而以说闽南话的人口比较多些，但也不是主流。19

世纪，方言就已经从教育景场中退出来了。我们比香港幸运些，我们不是单一的方言，

不必面对和处理方言的教育角色问题。我们将方言留在家庭里，让家长去决定它的位置

和传承。

语言具有维系情感、传承文化的价值。方言当然也具有这些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

语言也具有商业和其他实用的功能，方言当然也不例外。照顾方言的这些功能，是家

5)周清海《新加坡的语言教育和语言计划》，见《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南洋

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8）页3‐14，又见《中国语文》1996. 2. 页125‐

130。



庭、宗乡会馆的责任，而不是政府或教育单位的责任。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好母语（华语），我们更限制方言在娱乐和传媒里的应用，同时

推行讲华语运动，使华语成为学生的生活语言。在有华语口语作为生活语言的基础上学

习华文，也就容易多了。 我们更从语文政策的高度，强调与维持华语共同的语言核心，

向普通话倾斜，在语文教学和大众传媒方面，特别注重这个核心，使我们的华语走得出

去。我们同时也提倡交流，互相吸收，提倡建立“大华语”的概念。这些做法，对新加坡

这个只有人力资源的小国，是必要的；对于汉语的发展，汉语走向世界，我想也是必须

这样做的。

我们是认真地选择语言，执行我们的语言政策的。但是，我们仍旧有些隐忧。

我在1990年说了下面的话：

我们年轻的一代，因为华语词汇量的不足，在应用华语时，力不从心……一些受过良

好教育的双语人士，在大多数场合里选用英语……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华人对华语

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具有认同感，觉得学华语讲华语是天公地道的事，觉得掌握双语是光

荣的，那么，年轻人出现语言认同感转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过去受华文教育者对方言

的认同感转移到华语上面来，他们不觉得放弃方言是可惜的。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对语

言的认同感转移了，他们也会觉得放弃华语是不可惜的。6)

文化与语文程度两方面，我们更重视文化，因为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能同时

精通双语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只能精通一种语言。因此，我们将华文列为必修

课程，将华文保持在适合学生能力的水准上。但是，语文程度和文化、语言的认同，是

密切相关的。母语能力过度低落，就会助长对英语的语言认同，文化认同。如果我们年

轻的一代，认为英语是自己的母语，那么，我们的双语教育就可能失败。

6)1990年4月29日在新加坡海南会馆举办的双语教育面面观座谈会上发

言稿



从2000年到2005年，这5年间，在家中使用英语的华族家庭，从24%升高到29%，英语

成为更多新加坡华族的家庭用语。同事吴英成先生把这种现象称为“脱华入英”，并且积

极提倡对这些学生采用以英语为媒介语来教授中文。

我以为，不管怎样的变化，在可见的将来，新加坡的华语，还是不能被认为是家庭用

语为英语的华人的“外语”，它毕竟和华人学习日语、德语、法语不同。在全球化环境

下，中国的崛起，可能进一步改变新加坡华语的生态。过分强调华语成为少数华人的“外

语”趋势，对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必须谨慎处理的。

其实，新加坡说华语的人群也在不断的扩大，尤其在华语走向世界的大局面下，这种

扩大的趋势，预料将更趋明显。李资政的观察是：

新加坡社会说英语的社群正在扩大，而说华语的社群也在扩大，虽然他们的华语水平

一般。在媒体行业里能够以高层次华语进行沟通的人数逐渐减少。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因为在大学和理工学院只有少数人学习华文。在工作场所，除了华文媒体外，人们都只

使用英文。7)

在中国发展的大局面下，我们正面对提高华文程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新加坡全

民性的问题，而是少数和华文工作有关的人员、与中国交往的人员的问题。我们每年只

要能培养一千个左右具有高水准的华文人才，就能满足这个需求。至于全社会，我们所

致力的是保留普及性的华文基础。我曾说：

我们有了普及的华语语言社会基础，……不只保证了华语华文在新加坡的生存，而且

也提供了将来往前发展的条件。高级华语人才的培育，也需要这个基础的支持。如果我

们没有这个普及的语言社会基础，要培育高级华语人才，将会面对更大的困难。

新加坡人说华语的流利度，更是一项可贵的社会资产。如果和香港相比，在听说华语

方面，新加坡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当然，新加坡华人一般的华语读写能力落后于其他

7)李光耀内阁资政致周清海教授从教40年晚宴贺词



华语区，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就是关心华语文教学的新加坡人所以感叹华语程度低

落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在应用需求出现时，华语程度是可以逐步提升的。我们相

信，语文程度的提升和应用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8)

新加坡奉行的是不变的语文政策——双语政策，而语文程度却是可变的、可

调整的。语文政策的推行，充分照顾了局部与全面：根据个别的需要、不同的能力，

允许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对全民，则有最低的语文要求。新加坡新的一代，在中西方都

能生存，而又没有失去竞争的能力，没有失去华人的特点，这就说明了我们的语文教育

政策是比较可行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特别注重语言的“人”的因素。因此，华文小学、独立中学的华文，要

达到如台湾、中国一样的母语水准。但在全球化的年代，英文的水准不理想，就失去市

场竞争的条件，而马来语没达到适当的程度，在所居地就会被边缘化。三语的负担，对

学生是相当沉重的。如果不顾及学习者的能力，在多语环境里的民族语言学校，可能出

现如下的情况：

《星洲日报》2007年4月1日报道，大马教育部长拿督韩春锦3月31日指出，马华将为

大马全国华小升上初一或预备班的学生，提供1年全免的马来文及英文补习，以加强学生

的语文基础，进而减少华裔学生的辍学率。

马来西亚的华人子弟，90%进入华文小学，小学生毕业后， 约90%的华小学生升上国

民型中学。据说在国民型中学里的华裔学生，辍学率可能提升到30%，因为国民型中学

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华文小学却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升上国民型中学以后，学生

没办法克服教学媒介语转变的困难而辍学，人数逐年增加。

8)周清海《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见《全球化环境下

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75‐88



9

以中国或台湾那样的母语水准的华文程度来要求在马来西亚成长、而又要在那里生活

的学生，是不是可能的？如何让华文的学习不影响当地行政语言的学习，以及英语的学

习，是应该好好考虑的。我们不能只培养华文程度高而不能在所在地竞争或国际上竞争

的下一代。为了保持母语水准而让年轻的一代被边缘化，恐怕是不适当的。

“忽略语言的工具性，无视社会发展的交际需要，就会转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无视语

言在民族团结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会加速母语的消亡。”9)我们既不希望成为“狭隘的

民族主义”者，又想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族语言的学习，应该从

国家利益、学习者的能力来通盘考虑。

华文和当地国家的语文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协调与融合问题，在东南亚一直是个难以解

决的难题。董蓓菲对东南亚华文教学的问题，做了下列相当中肯的评论：

东南亚诸国为华文地位而抗争的历史由来已久，故华文教育定位是关系到东南亚华校

和华文教育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华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或游离在外，是个

两难选择，但是东南亚华文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华文教育与所在国教

育体制接轨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10)

当然在中国发展的影响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出现了一些好势头的：

（吉隆坡讯）据《南洋商报》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崛起，使到中文使用价值大大提高

后，已吸引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入华文独立中学求学，全国60所独中今年新生激增，初步

估计近5000人。

除了“中国风”之外，严谨校风及注重中华文化传承，也是吸引家长把孩子送入独中的原

因。董总消息透露，独中学生人数最高峰期是在1994年，全国独中学生约5万8000人，过

后不断下降。2007年开始回升，突破5万5000人。（2008年1月11日，联合早报）

9)郭熙主编《华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1

10)董蓓菲《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未刊稿。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25.4%，如果当地政府承认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就可能解决这两

难的问题。华文能否转变为官方语文之一，只有通过政治的办法解决。但从全球的华文

发展趋势来看，如果有一天，汉语像英语一样，成为国际语言，在东南亚，汉语的学习

也就有可能不再与民族情节紧密相连，就像今天学习英语一样。只有在华文成为国际语

文时，华文的两难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语言的“地”的问题，落

地生根应该作为考量语言程度的首要依据。11)

从语言选择的角度看，台湾和香港可以当作两个特殊的例子。

香港强调“两文三语”，而且尽力、逐步地推展普通话，可是教中文，却仍旧倾向于用

广东话。广东话成为香港人的身份特征。普通话和广东话在香港教育里应扮演怎样的角

色，关心香港语言问题的朋友有不同的意见：

1、要是普通话能够成为教学语言。那是最理想的推广方法。但是，在当前香港的情

况来说，　　

是缺乏以普通话授课的各科师资的。唯一可行的过渡方法，是用普通话教授中文课。

（欧阳　

汝颍）

2、也许可以考虑让有些人学习粤语与英语，而让另一些人选择学习粤语与普通话。

只要香港人在学校继续使用粤语，而且在学校里也能推广普通话，鼓励大家多学习普通

话，粤语就能保持，而普通话也能更普及。……台湾都市中的青少年已经逐渐失去说台

湾话的能力，这就是学校中没有使用台湾话造成的。（李英哲）

　3、主张采用普通话作为语文科的教学语言，不能说不对，只是这里头既有师资的

要求，又有　　　

11)参考周清海《亚太地区华语文华语语文教育》见《亚洲太平洋地区

华语文教育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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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之传意问题，如果师资不足，传意又有窒碍，就有实行的困难，

在语文技能训练和语文知识吸收方面，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小学生的语言经验并不丰富，比成人更不容易听懂普通话。…故此普通话进入学校课

程，宜经过独立讲授的阶段，不宜立刻成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李学铭）

４、没有普通话科，普通话只作为中文科的教学媒介来传授，恐怕不能把普通话教成

功。…　　

（王培光）

5、长远而言（2010年以后），香港的中国语文科会用普通话教授，普通话科和中国

语文合并会是一个过渡的做法。至于学校其他非语文科目，可能仍然沿用母语（即粤

语）。相信香港学校采用普通话作为各科教学媒介语的现象不会在20年内出现。主要原

因是估计粤语势力在香港社会仍会维持一段颇长的时间。（何国祥）

这些都是在推行层面上的意见，但没有一个人反对推行普通话。至于在普通话的推广

方面，我曾提出下面的意见：

香港在推广普通话时，没有说普通话大环境的支持，需要更注意制造普通话

的大环境，

而不是提高普通话的水准。也就是说，在香港、普及普通话比提高普通话的水准更重

要。

二、在教学上，必须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因此说普通话的流利度比准确度更重要。

过度强调准确度，对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没有任何帮助。

主要方言和英语对香港口语和书面语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大众传播

和教育方

面，注意建立标准，是可行的。大众传播和教育所树立的标准，将直接影响香港的书

面语和说的普通话。



并且说了下面的话：

新加坡的华语能力，需要相当的时间才有办法提升；台湾的国语，人为地增加了太多

的地方色彩；而台湾和中国一样，都缺乏说英语的大环境。只有香港，具有高程度的华

语书面语能力，又具有说英语的大环境，在新的语言压力下，将来肯定会有不可忽视的

发展。香港具有双语的环境，如果有了说普通话的大环境的支持，将来华人社区真正的

双语精英，可能出现在香港，而不是新加坡、台湾或者中国。12)

但是，从2002到现在，六年来的发展看，在香港的日常生活里，普通话虽然稍微普及

了，但立法机构仍然用广东话，用普通话教中文，进展仍然缓慢，香港社会和中国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和英美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疏远，香港的双语优势，逐渐在消失中，是不

是真能出现华人社会的双语精英，仍有待观察。

广东话在香港有广大的社会基础，是不会在香港消失的。香港所面对的问题仍旧是中

英双语的学习问题。怎样利用广东话的基础来支撑现代汉语的学习，怎样平衡广东话、

普通话和英语，是香港语文教育者所面对的难题。13)

台湾的标准国语虽然并不完全等于大陆的标准普通话，但和标准普通话是非常接近

的，也和其他华语区的华语保有相同的核心。至于日常生活中通行的，受闽南语影响的

“台湾国语”，只是语言的地方变体，相当于标准普通话的地方变体，如福建普通话，上

海普通话，等等。王理嘉下面的论述是很精彩的：

除非台湾国语也用于正规的书面语及电视广播上，否则随着台湾民众教育文化程度愈

来愈　　　　　　　　　　　　

12)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问－－兼谈香港

可以借鉴些什》普通话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国际研讨会（2002年5月16至

18日）主讲论文，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主办。

13)关于香港的语文教育问题，可参考周清海《语言与语言教学论文集》（新加

坡泛太平洋出版社，2004年）以及《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

（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里的有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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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湾国语中移植自闽南方言的成分将有很大一部分自行消失，而逐步向标准国语

靠拢，

或是成为台湾国语的次方言保留下来。14)

关于台湾国语的前景，我认为它仍不太定型，是一种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的标准国语

的变体。即使是民进党执政的8年，尽全力的推行台湾国语，台湾国语的文化、社会地位

仍旧不如标准国语。如果为了制造台湾人的认同特点，而人为的、刻意地扩大“台湾国

语”的用途，将“台湾国语”用于广播传媒上，只有台湾的闽南人、懂闽南语的外省人，以

及少数有闽南语背景的华人听得懂，这种将使台湾的传播表达，限制在少数的人群里，

对台湾和国际接轨，不一定是好事。具有闽南话特点的台湾国语，随着台湾人教育程度

的提升，也会在国际交流中逐渐向标准国语靠拢的。

相同的，我认为香港的特殊书面语――港式书面语，也会在和大陆以及其他华语区的

交流中，逐渐向汉语标准语靠拢。在普及普通话之后，香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特质，尤

其是书面语的变体，将会逐步减少。

语言的学习，进入到书面语，就是标准语的学习，而高度统一的标准语，就是华语的

传统。在标准语的学习、外语的学习，以及方言的保存上，我们更注意前两者。香港以

粤语教学标准书面语，对书面语的学习，有利还是有弊？学生的书面语学习负担，是不

是加重了？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总之，从汉语国际化的角度和所居地的特殊需要来观察，语文的选择与教育问

题，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一、语言劣势是应该避免的。脱离现实的语言教育，只会制造语言劣势，

让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被边缘化。

华语文的推广与发展，必须在“大华语”的概念下进行，在交流中趋同。

各华语区应该尽量向普通话靠拢，避免提倡地区性语言。在数码资讯时代，这样做，

14)王理嘉《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语文出版社，2003



有助于讯息交流，华人共同语的建立，更有助于华语的国际推广。

亚太区都是双语或多语的社会，这要求语文的学习，不可能是“文学语

言”的学习。在推广、普及与应用的要求下，语言的“大众化”是必然出现的现象。所

以，应该重视华语文的“口语化”、“大众化”，而不是“文言化”、“地方化”或者“方言化”。

只有在华语文成为国际语文时，华文的学习才能像英语一样，不带民族

情感，语言的“人”和“地”的问题才有望解决。15)

15)参考周清海《亚太地区华语文华语语文教育》见《亚洲太平洋地区

华语文教育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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